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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四川省第一批至第五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333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 GIS 空间

分析与数理统计等方法分析该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特征，并探讨其保护发展策略。结果发现：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空

间分布具有集聚性特点，主要在甘孜—阿坝一带和广元—巴中一带形成高密度区，在自贡、泸州等地形成次级核心

区，总体上呈现出“两带、四团、多中心”的“弓”形空间结构。在构建承载机制、干预机制和促生机制组成的“三

轮”驱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其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立足不同影响机制下的主要矛盾分析，结合区域发展

实际和空间特征，基于宏观视角提出了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地方性、针对性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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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村落以其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艺术美学价值成为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1,2];

同时，传统村落作为乡村空间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社会生产活动与人地关系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影[3],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与璀璨的历史文明。截至2019 年，我国已有 5批共 6819 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之中。截至 2019年，四川省拥有传

统村落数量 333 个，约占全国总数的 4.90%。先后入选的传统村落存在于具有独特历史文化特征与地理区位的巴蜀胜地，其空间

格局和发展演变由于所处地域环境、所有文化基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与独特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

践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Schiller[4]运用个案分析探讨了土著居民维持自身

特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影响，也有学者从政府[5]、制度[6]维度分析了传统村落的开发对策。国内研究主要从传统村落的评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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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人居空间脆弱性和景观基因保护[9,10,11]、旅游价值挖掘与数字复兴路径[12,13]等方面展开分析，探索了推动传统村落旅游文化

价值重塑与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多元模式。从研究尺度来看，涉及到全国[14,15]、省域[16,17]、特定区域[18]、市域[3]和某一具体村

落
[19]
等宏观到微观的多维视角，但多局限于东部、北部区域，对西部地区省份的关注极少。针对宏观层面的四川省域传统村落研

究成果目前仍较匮乏，现阶段仅有少数学者探讨了其景观特色和地理格局[20,21],普遍分析了地理环境要素与村落形态的相关性，

但未构建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系统性作用机制框架，对历史人文、民族交融和社会经济等干预性、诱发性的影

响机理重视度稍显不足，同时缺乏对整体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特征的深入探讨。此外，基于不同作用机制下的主要矛盾选择适宜性

规划发展策略也需进一步研究。 

鉴于此，本文运用ArcGIS 空间分析法，从省域尺度对四川省333 个传统村落进行了空间解构。首先，分析传统村落空间格

局特征，揭示其时空演化特点；其次，引入基础承载机制、干预约束机制、催化促生机制剖析其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最后，依

据不同影响机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相关内容提出具体保护利用策略。本文以期补充完善传统村落的相关理论研究，同时为四川

省传统村落长效发展提供科学思路和政策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四川地处我国长江流域上游地区，是西部区域重要的门户节点，地理位置介于 97°21′—108°33′E、26°03′—34°19′N

之间，国土总面积 48.6 万 km2,下辖 21个市(州)183 个县(市、区)。从我国整体地形地貌特征看，四川省位于自西向东由第一阶

梯向第二阶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复杂，境内岷江、大渡河、金沙江等河网密布，水系发达，自然环境优越。此外，

多民族和谐共居是四川省突出的特点。四川省拥有我国最大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唯一羌族聚居区
[22]
,很好地留存了

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与生活习俗。四川省以自身独特自然与历史条件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理格局和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为传

统村落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优良条件。 

1.2 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 2012—2019 年公布的前五批 6819 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属于四川省的 333 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百度地

图检索、核对、拾取各传统村落的坐标信息，以 ArcGIS10.4 软件为平台建立四川省传统村落数据库，得到其总体空间分布图，

具体如图 1所示。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获取四川省 DEM 数字高程数据，借助 ArcGIS 进行影像校准得到四川省地形数据；人

口、城镇化水平、GDP、公路里程数等社会经济数据源于 2019年《四川省统计年鉴》与四川省统计局相关官方网站；四川省行政

边界和河流水系等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文献研究对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

估计、变异系数等数理模型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异质性与演进态势进行量化测度(表 1)。同时，梳理相关文献，探究巴

蜀文化、移民文化、川盐古道等历史性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表 1研究模型及释义 

模型

选取 
模型构建 相关地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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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

近指

数  

描述点状分布物质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程度，通常表现为均匀、随机和集聚 3种类型。当

R>1 时，空间分布类型趋向均匀；当 R=1 时，为随机分布；当R<1 时，为聚集分布 

核密

度分

析  

在核密度分析中，点密集区域集中发生概率高，反之则低。以某一单一要素为圆心计算一定半

径圆内的密度值，得到其空间密度特征。运用核密度分析可直观反映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

布状态 

变异

系数 
 

以 Voronoi 图反映点状事物的空间变化程度。若CV≤33%,Voronoi 图多边形面积变化较小，该

事物呈均匀分布；若 33%<CV<64%,则点状要素呈随机分布；若CV≥64%,Voronoi 图多边形面积

变化大，点状要素呈集群分布[17] 

不平

衡指

数  

不平衡指数反映某要素在不同空间范围的均衡度。S介于为 0—1(包含 0与 1)间，S值越大，则

越不平衡。若 S=0,要素平均分布；若S=1,则为全部集中 

 

 

图 1四川省 21个市(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下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GS(2019)3333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解析 

2.1 空间分布类型及区域差异性分析 

依据表 1 中的模型，结合以 Voronoi 图为平台的变异系数法，判断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本文通过最邻近指数

法(Average Nearest Neighbor,ANN)计算求得预期平均距离为23952.2980m,平均观测距离为 12460.5603m,Z 得分为-16.749102,

显著性水平 P<0.01,最邻近指数 R=0.520224<1,表明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属于集聚类型。通过创建四川省传统村落泰森多

边形图(图 2),得到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1463.50km2和 2025.34,CV=138.39%>64%,说明四川省传统村落为集聚分

布，与前文最邻近指数所得集聚型结果是相吻合的。 



 

 4 

 

图 2四川省传统村落泰森多边形分布 

 

图 3四川省 21个市(州)传统村落分布的洛伦兹曲线 

利用 Excel 测算四川省传统村落的不平衡指数 S=0.39,介于 0—1之间，表明333 个传统村落在21个市(州)的分布具有集聚

性特点。同时，根据生成的洛伦兹曲线可知(图 3),该曲线呈明显上凸态势，近 60%的传统村落分布在甘孜、阿坝、泸州、广元等

市(州),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多均匀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整体而言，其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区域性差异显著。对比安彬等[21]研究

得出的不均衡指数(S=0.44),虽然总体上变化不甚明显，但是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仍呈均衡化发展趋势，这与近年来国家

和四川省有关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强化有关。 

2.2 空间分布结构与时空演化特征 

本文运用 Kernel Density 工具得到四川省第一批至第五批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图(图 4)。从图 4可见，四川省第一批(2012

年)传统村落在成都、雅安和阿坝 3个市(州)的交界处形成一个密度核心，另外两个次密度核心区(图 4a)分别为雅砻江流域甘孜

州东北区域和大巴山周边的南充、巴中一带。四川省第二批(2013 年)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出现了“三足鼎立”高密度值的分布特

征，增加了以自贡和泸州为主体的川东南核心区(图 4b)。四川省第三批(2014 年)传统村落高值区依然位于川东南一带并逐步向

川东北地区的广元、绵阳等地扩散。同时，川西地区甘孜州西南一侧核密度值呈现快速生长趋势(图 4c)。四川省第四批(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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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高值区显著增加，成都平原的德阳、绵阳、乐山和雅安一带与川东南高值区基本连线成片形成更大范围的片区规模。与

此同时，广元、巴中和广安的密度核心逐步扩大(图 4d)。四川省第五批(2019 年)传统村落形成了由甘孜东北部和阿坝西南片区

围绕而成的高密度核心(图 4e),此时广元、巴中等密度区处于持续扩展态势。 

四川省传统村落整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图 4f)。其中，高密度区主要形成于川西和川东北两大区域，

川西区域以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中部交界处最为集中，两地皆为少数民族聚集的地理空间，具有多元化的

地域性特色文化，有助于形成类型丰富的村落聚居区。另一高密度区地处广元—巴中一带，该区位于地势起伏较大的丘陵、山地

地区，嘉陵江、南江等河流流经，有利于传统村落的形成和保存。此外，川东南区域的自贡—泸州一带及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

属于较高密度区的次级核心分布区，其他属于较低密度区。总体上来看，四川省传统村落核密度在空间上形成了“两带、四团、

多中心”的“弓”字形空间结构，具体如图 5所示。 

此外，四川省传统村落在 2014 年之前基本保持线性增长趋势，2016 年呈几何增长，此后在 2019 年处于基本稳健增长趋势

(图 6)。这主要得益于四川省从 2014 年开始便全面开展传统村落调查建档工作；同时，强化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对接，

要求各市(州)建立专家咨询指导机制。同时川西少数民族片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持续增长，在 2019 年形成高集聚区，表明四川省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图 4四川省第一批至第五批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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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四川省传统村落核密度空间结构 

 

图 6不同时间切片的四川省传统村落数量变化 

2.3 空间结构类型 

基于四川省传统村落总体核密度分布图和时空演化特征，依据各地理区域的空间格局特点，可将其空间分布结构类型归纳

为多核心非均衡分布型、集中连片分布型、单中心块状分布型、多中心组团分布型 4种类别(表 2)。 

表 2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类型导 

空间结

构类型 
特点解析 本案区位 

多核心

非均衡

分布型 

多个高密度区形成的若干核心节点，分散布局在不同地理区位或

地形区域的一种空间分布模式 

第一批中雅安、南充，第二批中自贡、阿坝、

泸州，第五批中甘孜、广元等分布点 

集中连

片分布

在空间上不均衡分布的某一单个或多个片区由于政策影响、人类

经济活动、开发建设等空间行为而开始出现两个及以上分布区的
第四批中整个川东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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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线性串联，最终形成较大范围的片区规模结构 

单中心

块状分

布型 

以某一地理空间为中心在其周边形成规模不等的单一性空间节

点，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发展动态性，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

产物 

第三批中自贡—泸州一带 

多中心

组团分

布型 

由不同规模大小、区域面积的组群式分布形态构成，具有较明显

的组团区域，各组团相对独立且无层级关系，在各分布区域内形

成不同层次的多样化中心焦点 

前五批次四川省传统村落整体分布，大致可分

为雅安—泸州组团、甘孜—凉山组团、甘孜—

阿坝组团、广元—达州组团 

 

3 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机理 

传统村落的成长、发展与演化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其空间生产与变化在任意时空范围内都发生在由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经

济系统和历史文化系统的复合框架之中。结合前述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分析其内在形成机理，提炼出空间分布格局的关键

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基础性的承载机制、干预性的约束机制和催化性的促生机制 3种类别。其中，以地理环境为主体的承载机制

为四川省传统村落的初始形成与基本格局提供土地、水资源等支撑性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动力；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

代表的约束机制更具复杂性，是四川省传统村落留存和发展的重要干预性因子；以历史人文为代表的促生机制是推动四川省传

统村落空间组织完善发展和延续的能动力，成为不可或缺的催化机制。总之，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生成与发展是此“三

轮”驱动机制共同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 

3.1 基础承载机制 

地形地势、河流水系等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存在与发展的基底条件，如地貌特征、水文条件、土地资源等关键要素成为

传统村落发展的基础动力，不同地理单元的各要素通过不同作用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传统村落的规模、结构与分布保持较为

稳定的影响力。 

四川省地处我国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过渡带，复杂多样的地势条件与长江流域的水系网络相互作用共同奠定了传统村

落的基本空间格局。通过对四川省海拔、地形起伏度和河流水系等主要影响因子的分析，发现其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存在两大迥

异的地域类型，地理差异明显。一方面，44.44%的传统村落分布在绵阳—攀枝花以西地区，主要以羌族、藏族等特色村落为典型，

其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均海拔 2000m 以上。另一方面，超过 50%的传统村落分布在地形起伏度 0—50m 的山地、盆地地区，

相对险要、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人们营造了较为封闭的安全空间场所，不易受到外界影响和快速城市化冲击，本土村民在生产

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体系，并随着历史前进不断沉淀为宝贵遗产。与之不同的是，川中一带的成都平原与川东丘

陵地区海拔相对较低，大都介于 200—800m 之间，地势较为平坦，其地理环境具备优越的土地生产能力，加之良好的水热条件
[24],为传统村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资源支撑(图 7)。 

同时，将四川省主要流域分布与传统村落叠加分析后发现，四川省传统村落大都沿河分布，呈现明显的带形特征，在嘉陵江、

涪江中下游和岷江下游流域尤为集中(图 8)。其中，63.36%的传统村落集聚分布在该流域范围，表明“沿河而建、向水而居”是

四川省传统村落的普遍特性，其空间格局的形成依赖于河流的空间趋向。究其原因：水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基础。较长

的河岸线拥有优良的水运区位条件，为村民的通航运输需求和区域间文化传播交流与繁荣提供了天然便利，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生产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扩散[25],进而推动传统村落的横向延伸，形成更为集聚的村落组群。《老子》提倡的“负阴抱阳，背山面

水”等传统风水理论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聚居地的选址观，古人通过寻找背山面水的理想生活环境选择合适的区位临水而居，在

拥有良好景观视线[18]的同时也表征着整个生态环境的安定祥瑞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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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四川省传统村落地形分布 

 

图 8四川省传统村落流域分布 

3.2 干预约束机制 

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演化有着重要影响，GDP水平、城市化进程推进及交通通达度等复杂因子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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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随之引起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格局保护等诸多层面的变化，由此成为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的干预性机

制。 

通过ArcGIS10.4工具将四川省各市(州)GDP数据与其传统村落空间位置进行叠合(图 9),发现村落分布格局与各市(州)经济

发展存在三大关系：一是以甘孜、阿坝、巴中等为代表的市(州)经济发展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属于经济落后型区域。客观来看，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限制了该地区的城乡建设，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整体协调的稳定人地关系[1],有利于很好地保留传统村落，

且大都成为空间分布的集聚区。二是以南充、达州和泸州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丰厚的资金

与人力等要素，从另一层面表明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和传统村落保护之间为相容关系而非全异关系。三是除上述地理区域外的

其他市(州),这些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的地位不突出，相对来说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也处于均匀状态。 

 

图 9四川省传统村落与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分布 

为探究城市化进程推进与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内在关系，绘制四川省传统村落与各市(州)城市化率空间分布总图(图

10)。结果显示，川西片区的甘孜、阿坝和川东北地区的广元、巴中等地区城市化率在全省排名相对靠后，但传统村落数量相对

较多、密度相对较大，为负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①城市化进程的迟缓使其区域开发利用强度较弱，最大程度减少快速城镇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传统村落的保留提供良好社会生态环境。②泸州、自贡、绵阳等城市化率相对较高的地区，传统村落分

布较为密集，这类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很好地协调了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城市化发展使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为政

府和当地民众保护传统村落提供了雄厚物质基础。③城市化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传统村落分布未出现明显聚集。值得注意的

是，攀枝花市的城市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传统村落分布极少，其内在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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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四川省传统村落与各市(州)城市化率分布 

在人口要素方面，根据四川省各市(州)常住人口数量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得到图 11。从图11可见，四川省传统村落密度与

人口数量大致呈负相关趋势，即传统村落分布密度较大的市(州),其常住人口数值普遍较低，这些区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村落大量人力资本析出，实际上缓解了紧张的人地矛盾，客观看来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留。 

 

图 11 四川省传统村落与各市(州)常住人口分布 

通过计算四川省 21个市(州)的公路密度，分析路网密度对传统村落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排名相对靠后的阿坝州、甘孜州

和雅安市，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省的38.8%,而路网密度排名前三名的内江、广安和资阳，其传统村落总量占比仅为 5%。表明较

低的交通通达度大大减少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空间，传统村落与外界信息、物质交换较少，很好地保护了

村落整体空间格局与文化特质。 

3.3 促生催化机制 

传统村落是多元文化基因与历史赋存下的阶段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直接或间接表现了历史的嬗变性与文化的传承性。四

川省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丰富和展现了传统村落的内涵表达与独特魅力。 

宏观来看，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关键组成要素，而四川省为巴蜀文化的核心载体，整个巴蜀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选址及

人居环境深受影响，是历史发展、建筑文化与人的高度统一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古盐道等不仅促进了商品交换，还成为文

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有利于促进沿线村落的自组织生长与持续发展。如盐运线一带及周边地区的驿站、小村庄逐渐发展为具有一

定规模的聚居地。同时，产盐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决定村落选址与规模，二者皆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形成传统村落集聚区，自

贡、泸州成为盐运文化背景下川东南地区的典型传统村落分布集中区。此外，四川省拥有的众多世居民族决定了其多元化与特色

化的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目前位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四川省传统村落有 155 个，占比为 46.55%,表明四川省传统村落的生成、

分布与演化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这是民族聚居区传统村落的根本属性[26]。在民族共生交融的文化背景下，藏族、羌族、

彝族成为四川省的三大少数民族。从石器时代到隋唐时期，来自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迁入甘孜、

阿坝境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在地性扩张与分异性重构

不断延展旧的村落格局和催生新的村落空间。各民族一方面保持着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因子，同时与其他文化兼容性发展，并以

生产生活方式和村落形态为外在表现，最终形成多元民族交融的传统村落空间格局。 

其次，聚焦于时间维度分析发现，在四川省传统村落格局形成与发展层面上的空间活动中，民系流迁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及



 

 11 

其文化意识惯性与四川省在地性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致使其空间生产关系进行不同尺度整合与重组。以规模最大的清初“湖

广填四川”为例，当时的统治者为弥补战乱带来的人口骤减和经济衰退，通过“授官于民、招民议叙”等持续吸纳了大量湖广云

贵等各籍民众。此时，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建筑形制，还是宏观尺度的聚落形态模式皆依附于内生性的组织文化。初期由于各地移

民的语言、习俗差异而表现出较强互斥性，因此以宗族为主的社会文化凝聚力逐步加强，往往离散而居，村落形态各异。随着历

史的前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系以通婚等形式开始确立并固化以血缘为纽带的生产生活空间，不同组织群体和村落形态之间相

互渗透，包容性发展模式使整个经济结构、村落空间布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演变为具有全新属性的人文社会环境。与此同

时，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对四川省传统村落形成与发展有着独特影响。如秦汉以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许多农民租

种土地，地主庄园模式开始出现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的主要聚落形式。此后，北魏到隋唐时期均田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

性，加之此时的移民运动调和了生产关系，激增的人口与较稳定的政局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聚落数量随之增

加。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更以大量惠民政策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加速了聚落的横向扩张。近10年来，传统村落立法保护制度和相

关配套政策也巩固了其总体基本格局。 

4 不同影响机制下的保护利用策略 

选择科学合理的规划发展策略是四川省传统村落长效发展机制架构的根本前提，客观分析其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作用机制的

差异性，立足村落实际发展条件是确定其规划保护利用模式的基本思路。本文在梳理不同影响机制下的主要矛盾后找准不同发

力方向，精准施策，针对性提出了对应建议模式与助推路径(图 12)。 

在基础承载机制影响下，应紧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省域传统村落全域全要素管控，构建四川省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利

用格局。一方面，明晰各区域村落保护利用的空间边界，并将其所在地理环境和生态品质作为后期发展方向的重要考量因子。如

对川西北区域的传统村落可率先开展“双评价”工作，基于评价结果识别潜在自然风险，在新一轮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中将之纳

入重点管制范围内；类似区域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优先考虑以生态安全为导向，强化村落—产业—生态的生命共同体构筑，突出

村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空间生产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与监测系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当地民众

的潜在威胁，强化对村民的防灾意识教育，增强其防灾减灾能力。 

在干预约束机制影响下，梳理不同区域村落发展的现实困境，重点关注经济水平靠后和交通通达性较低地区。如前述研究中

甘孜、阿坝、巴中等市(州)的传统村落经济总量相对落后，亟需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村落振兴模式。针对实际情况，甘孜、阿坝

两地村落可充分利用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发展文创、文旅、文博等“文化+”类现代产业；巴中则可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激

励等形式引进经济型、政治型、社会型能人[27],依靠各自优势条件创建各村落不同尺度的生产网络，基于各类社会经济资源的系

统整合助推村落转型发展。在提高村民收入同时要防止出现人村分割、村落活力缺失、土地闲散等“乡村病”。 

在促生催化机制作用的影响下，要侧重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巴蜀文化的历史性与整体性，这是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的关键文化支撑。首先，要依托现有形成的“两带、四团、多中心”的“弓”字形空间结构特征，考虑以点轴开发模式为基本思

路，建立统筹性的文化空间保护利用格局，将传统村落集聚明显的甘孜—阿坝、广元—巴中等区域作为关键发展极点。特别的，

应在川西片区设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研究中心(文化基地),对濒临消逝的特色村落或典型民居建筑型制实行抢救性修复，同时应

加强与周边村落的文化交流。其次，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划定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区，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空间载体。最

后，要将两大轴线作为核心文化廊道，沿雅砻江、大渡河和嘉陵江一带形成区域性文化带，并结合不同的文化线路特质确定不同

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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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差异化作用机制下四川省传统村落规划响应模式与助推路径 

5 结论 

本文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四川省五批次传统村落的分布格局、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而探讨了不同影响机制下传统

村落的永续发展策略。主要结论如下：①宏观尺度上的四川传统村落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在市(州)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呈不均衡的

态势，主要集中于甘孜、阿坝、泸州、广元等市(州)。通过总体核密度分析发现，在甘孜—阿坝一带和广元—巴中一带存在两个

高密度区，在自贡、泸州等地形成了较高密度区的次级核心分布区，地区差异显著。②在时空演进方面，四川省传统村落在 2014

年之前基本保持线性增长趋势，在 2016 年呈几何增长，此后基本处于稳健增长状态。发展过程中，2012年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

中心的空间核心，此后两年又在自贡—泸州一带形成集聚焦点。2016 年，传统村落空间分布范围几乎覆盖整个省域面积。与此

同时，川西少数民族片区的传统村落数量处于持续增长趋势，在 2019 年形成高集聚区。③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

展是基础承载机制、干预约束机制和催化促生机制“三轮”驱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水系、地形地貌等为代表的基础

承载机制是影响其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基础；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度等代表的干预机制是影响其传统村落

格局变化的外在影响因子；以历史人文为代表的促生催化机制是四川省传统村落延续与发展的重要文化驱力，合力推动传统村

落空间格局的演化与发展。④依据四川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作用机理差异性，结合整体空间形态，立足片区实际发展条件，提出

了对应保护与利用策略。应紧抓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建立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一张图”系统。同时，需聚焦于经济

发展落后区的传统村村民收入、产业结构等核心问题，加快构筑村落—产业—生态生命共同体。此外，建议以点轴开发模式建立

省域尺度的统筹性文化空间格局，强化传统村落文化的在地性保护，并结合不同文化线路特质确定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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